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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农村集团结婚考察———以江西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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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农民极端贫困，巨额婚嫁费成为沉重的负担，在“新生活运动”倡导下，农村集团结婚在中国曾

一时兴起。1935 年城市集团结婚在杭州率先举办后，同年第一场农村集团婚礼在江西丰城出现。集团结婚

这一新形式有简单、经济、热闹的优点。其证婚、颁发结婚证的过程又能保障男女双方的婚姻的合法性。政府

主导下的农村集团婚礼得到推广。相较而言，江西农村服务区比其他省市农村推行更早，规模更大。然而，在

传统婚俗观念、妇女经济地位低下等因素制约下，农村集团婚礼还是得不到普遍的支持。时至今日，集团婚礼

仍只是农村婚姻的辅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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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Ｒural Group Marriage in Modern China
———Taking the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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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entre for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Jiangxi Modernization Ｒesearch; 2． School of Ma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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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asants were extremely poor in modern times，and the huge wedding expenses became
a heavy burden． Under the advocacy of the“new life movement”，rural group marriage was once pop-
ular in modern China． In 1935，the Hangzhou city take the lead in holding the group wedding． And
then the first rural group wedding appeared in Fengcheng，Jiangxi Province in the same year． The
new form of group marriage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icity，economy and liveliness． The process of
marriage certificates issuing can guarantee the legitimacy of marriage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rural group weddings have been promoted by government． Compared with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Jiangxi Province implemented earlier and has a larger scale． However，restrictedby the factor of tradi-
tional marriage customs，women’s low economic status and so on，the rural group wedding still can’
t get universal support． Today，group wedding is still only an auxiliary form of rural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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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为社会生活的基石，“是维系人类生命所必需”。［1］( p382)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人们结婚仪

式不一，婚俗迥异。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的集团结婚①运动让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受到启发，经过社

会热烈的讨论和政府倡导后，这种新仪式在中国推行，影响至今。当代大集团与乡村集体举行集团结婚

的案例越来越多，这一现象让学界对集团结婚给予关注。但学者的视野多集中在城市，主要以政府主导

变革婚姻仪式为主线，对上海、杭州、天津等城市的集团结婚进行探究，②但没有关注到并驱齐行的农村

集团结婚，失之偏颇。近代农民因婚致贫的现象屡见不鲜，为此推行集团结婚改革婚俗以减轻农民负担

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共识。实际效果如何，对当今的婚俗又有什么影响呢? 笔者拟以江西农村为中心，

考察其效果，并探讨农村集团结婚兴起的原因、婚俗特点、婚礼程序、婚俗影响，以及对当代集团结婚的

影响。

一、乡村集团结婚兴起的直接原因: 巨额婚嫁费用

近代集团结婚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西洋式

婚礼( 文明结婚) 的流行和 1934 年“新生活运动”兴起是最重要的两因素。［2］当时的农村极端贫困，巨额

婚嫁费成为每个农民家庭的沉重负担，乡村复兴运动推行者关注到这一点，而“新生活运动”执行者则

将婚俗的改革落到实际操作层面，这是集团结婚兴起的直接原因。
婚嫁历来是中国人最看重的大事，也是耗资最多的地方。据《申报》文章《世界各国结婚费用以中

国为最多 占年收入百分之三十》指出，1934 年日本家庭科学研究社做了一个关于世界各国结婚费用比

较的调查，使国人触目惊心。该报告统计得出结论，世界各国年收入与结婚费用比较中，英国占年收入

的 1%，法国占 1%，德国占 2%，美国占 2%，而中国结婚费用则占年收入的 25% － 30% ! ③ 其所取中国

样本分为中国年收二千元家庭组和年收一万元家庭组，前者结婚费用为 25% － 30%，后者结婚费用为

30%，也就是说中国结婚费用在 500 － 3000 元之间。据上海发布的《新生活集团结婚草案》所言“近鉴

于习俗益趋奢侈。结婚费用，动辄数千”可证此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如果只从“占年收入百分比 25% －30%”字面上来看，好像费用并不高。然而当时又有多少人的年

收入达到 2000 元以上呢? 虽然当时全国的平均年收入没有确切统计，我们无法用统一而又具体的数据

来说明，但可以结合时人的观察、个案调查与社会现象等窥见一二。从时人的观察与推测来看“平均算

起来，总不会超过二三十元”; ［3］( p4) 从个案调查来看，农村收入普遍较低。以江西为例，1934 年南昌全

县年工工资中，壮年最高平均收入为 86 元，中等的为 64 元、最低的为 40 元。④ 因妇女、老幼收入数据不

全，其总平均数不能反映，特在此不录。但妇女、老幼最高收入不超过 40 元，一般收入为 20 元，最低收

入为 7 元; ⑤从存在的现象来看“向人借债、做会、卖田、卖地，或把房子抵押”，［3］( p5) 甚至有的为了高额

的礼金举债一夜返贫，有的不顾儿女的意愿与人互换女儿为媳，有的捡来无家可归或者家贫的女童作童

养媳，还有的没有生儿子而“抱媳”( 即望郎媳) 。⑥ 望郎媳又称“扎花等”“揽花顶”“带花顶”。有时女

大男太多会当作养女嫁。江西临川等地还流传着“等郎歌”: 十八女俚周岁郎，扶屎把尿抱上床。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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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结婚是指集合许多结婚人在一起而举行的结婚。( 见《中华国语大辞典》，北京: 中华书局，1949 年，第 924 页) 。
参见: 黄华节:《集团结婚的来龙去脉》，《东方杂志》1935 年第 13 期; 伍野春等:《民国时期的集团结婚》，《民国档案》1996 年第

2 期; 左玉河《由“文明结婚”到“集团婚礼”———从婚姻仪式看民国婚俗的变化》，载《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薛君度、刘志琴主

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经莉莉:《民国集团结婚探微》，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艾萍:《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

婚———一种政府行为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6 期; 谷秀青:《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

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 赵天鹭:《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服务事业评析———以“集团结婚”为

中心》，《基督教文化学刊》2019 年第 41 辑。
《世界各国结婚费用以中国最多》( 《申报》，1934 年 12 月 15 日) ，后为《当代法学》《正中》《章贡》《政治评论》所转载，在国内引

起议论。需要注意的是，该调查报告关于中国部分的样本是年收入二千元以上的家庭，不具代表性。
参见《南昌全县农村调查报告》，《江西省农业院专刊》，1935 年第 1 期，第 66 页。
参见《南昌全县农村调查报告》，《江西省农业院专刊》，1935 年第 1 期，第 65 － 66 页。
参见《南昌全县农村调查报告》，《江西省农业院专刊》，1935 年第 1 期，第 41 － 42 页。



念你爹娘情，一脚踢你见阎王。［4］( p236) 据 1936 年《江西农村社会调查》载: 吉安县八区 50 个自然村的调

查，耕地出卖者多为农用不足、还债、婚丧等因生计所迫的农民。
其实对于中国结婚费用高于国外的认识，早在 1920 年就有报道，“世界各国上流社会之结婚费用，

英为年收之百分之八……法为年收之一成，美为二成，意为四成，西班牙五成，日本则为年收之二倍，中

国则为三倍，占世界第一位置。”［5］这与《申报》的报道不同，因没有看到具体的样本，无法判断哪一个数

据更具普遍性。同时，也要看到，《申报》和《小时报》所载报告的样本是“上流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无

论是对富人还是对贫穷人家来说，结婚费用远远不止年收入的三倍。例如，“沙溪一带的婚嫁消耗，并

不比别处少，多者千余元，少者亦有六七百元，四五百元不等。就是最穷的人家，也得五六十元”。［6］因

此许多人有些不敢“讨老婆”，也讨不起老婆了。可见，高额的婚嫁费用对农民的生活影响巨大。

二、集团结婚基本问题讨论

近代集团结婚是受到西方婚俗的影响，为提倡婚礼俭约而发起的新生活结婚典礼。至于受到哪个

国家的影响，当时说法不一，现在学者大都援引当时上海市社会局提倡新生活集团结婚的报道中所言
“仿照意大利集团结婚办法”。［7］这一点其实早已被上海政府否定:“前报载新生活集团结婚将仿照意大

利办法之说，并非事实，因意国限于党员，而本市则并无此种限制，性质亦完全不同。”［8］外国的集团结

婚早被人们所关注，1933 年 8 月 24 日《天津商报会刊》刊载“德国蓝衣党员集团结婚四十七对新夫妇游

行”的图片，图中新娘披纱捧花统一穿白色西洋婚礼服( 参见图 1) ，而据黄影呆、独鹤《集团结婚在意大

利———罗马城开不夜 首相签送支票》的报道，1933 年意大利有 2600 对结婚，但新娘的服饰并不统一。①

从这两则新闻中有关新娘服饰的报道，再结合国内集团结婚诸多报道图片( 参见图 2、图 3) 中新娘统一

身穿白色西洋婚礼服头盖白色婚纱手捧花束的形象来看，笔者更相信人们受到的启发并不限于意大利。

图 1 德国蓝衣党员集团结婚 图 2 上海市第一届集团结婚 图 3 杭州市第一届集团结婚

文献来源:《天津商报会刊》( 1933 年 8 月 24 日) 、《新生周刊》( 1935 年第 13 期第 1 页) 、《良友》( 1935 年第

1111 期第 6 页)

国外这种节俭的婚礼行为已受到关注，因人们已为婚嫁奢靡所累，又恰逢新生活运动倡导节俭。新

生活运动推行不久时，就有人认为: 婚嫁事关中华民族的羸弱，要“实行统制结婚”，主张定于每年十月

十日为结婚节，各县各乡结婚男女齐集在各县各乡公共礼堂，同时举行结婚典礼，由各市长、县长、乡长

担任证婚。婚前检查，凡体格不健全，人格不健全的禁止或延缓其结婚。所有聘金妆奁及筵席费用一律

废止。［9］提议刊发时间为 1934 年 3 月 28 日，是目前所见最早在报纸上发表的集团结婚办法。婚前体检

一项在当时还存在争议，而额外的聘金妆奁及筵席费用属个人意愿，为政府不宜插手之处，其余皆被采

用。如上海市规定每年元旦、孔子诞辰、双十节、孙中山诞辰为集团结婚的日期，婚礼在市政府大礼堂举

行，由市长、社会局长证婚。［7］

乡村婚嫁之苦更甚于城市，集团结婚应更容易被接受。实际上其接受度和效果如何? 操作流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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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影呆、独鹤:《集团结婚在意大利 ——— 罗马城开不夜 首相签送支票》，《新闻报》1934 年 12 月 14 日第 5 版。李凯鸿《“集团

结婚”的由来》( 《民国春秋》，1994 第3 期) 错误较多，如将意大利举行集团结婚的时间1933 年写成 1923 年; 并任意裁剪信息说中国结婚

费用“占家庭收入的 30%”; 又言上海社会局“决定效仿意大利”，不顾上海政府曾发文否定此事。李凯鸿此文传播较广，被引较多。为

免误导读者，勘误实有必要。



是怎样的? 这正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在考察近代农村集团结婚之前，我们还要弄清楚这几个问题。国

内第一场集团结婚在哪里举行? 乡村第一场集团结婚在哪里举行? 到底是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由大城市推行到中小城市再到乡村? 只有弄清楚了这几个问题，才能弄清楚中国农村集团结婚的历史

地位和历史意义。
( 一) 国内第一场集团结婚在哪里举行?

有研究认为 1935 年 4 月 3 日上海市在江湾市府礼堂举办“第一届新生活集团结婚”乃国内首倡。
在这里笔者要肃清两个问题，一是上海于 1934 年 12 月最先公布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①这一点是学者

已认识到。但最早举行集团结婚的地方却是在杭州。可能有人会质疑，据《良友》1935 年第 1111 期载

杭州市第一届集团结婚是在 1935 年 10 月 10 日，而四川北塔在 9 月 6 日举行。怎么能说是最先在杭州

举行呢。这是因为报纸上大肆宣传的所谓的某省某市的第一届盖由政府举行的，也就是说排除了这一

风潮之影响下民间自发举行的集团结婚。1935 年，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
lar Gazette( 1870 － 1941) ( 《北华捷报与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 曾有相关报道，大标题为“The First Mass
Wedding to be held in Hangchow”( 杭州将举行第一次集体婚礼) ，内容为: 3 月 16 日，在 3000 位观众的见

证下，9 对新人在大光明剧院结婚，新娘都是杭州济良所的居民②。文中配有 6 幅图。《女声( 上海) 》亦

有报道:“三月十六日，杭济良所在大光明戏院举行集团结婚，爱看新奇的人们都忙着拿两角小洋买一

张观礼券，据说是日，大光明戏院挤得水泄不通，参加者不下四五千人。”［10］郁达夫曾写白话词《西江月

白话词一首贺救济院举办之集团结婚》庆贺:“昔日章台弱柳，今日南国佳人。鸳鸯乱点谱翻新，太守名

乔姓沈。红烛两行几对，春宵一刻千金。婚姻何必定条陈，缛礼繁文好省。”［11］由是可知，我国第一场集

团结婚是由民间举办的，时间为 1935 年 3 月 16 日，这一观点，笔者与日本学者岩间一弘③是一致的。
( 二) 集团结婚由大城市推行到中小城市再到乡村?

有些研究者认为，集团结婚推行“随着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先后举办集团结婚，集团结婚作为

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开始流行起来”。［12］实际上排序并非如此，只是人们更倾向于统计政府推行此政策

的时间，或者以政府推行办法的出台时间为证，或者以政府所命名第一届( 或首届) 为证，没有考虑到有

些办法出台后并非第一时间实施，如北平是在 1937 年 6 月 20 日才举行了官方所谓的第一届集团结

婚④，更没有考虑有的地方民间比政府更早举办，如前面所提杭州济良所的案例，又如北平在 1936 年 7
月分别由北平救济院、北平香山慈幼院举行了三次集团结婚。⑤ 下面，笔者就现有资料对 1935 年由官

方和民间在城市所举行的集团婚礼的时间作一简单排序: 杭州( 3 月 16 日，官方为 10 月 10 日［13］) 、四
川成都( 3 月 27 日) ［14］、上海 ( 4 月 3 日) 、南昌 ( 6 月 19 日) ［15］、天津 ( 6 月 23 日) ［16］、南京 (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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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草案》( 《现代父母》，1934 年第 2 卷第 10 期，第 57 页) 、《社会局提倡 新生活集团结婚 规定双十节等四

日为结婚日 明年元旦先征集五十对试办》( 《新闻报》，1934 年 12 月 7 日，第 12 版) 。李凯鸿《“集团结婚”的由来》( 《民国春秋》，1994
年第 3 期) ，谢世诚等《民国时期的集团结婚》( 《民国档案》，1996 年第 2 期) 、陆茂清《近代中国第一次集体婚礼》( 《文史精华》，1996 年

第 3 期) 、骆立雪《民国时期集团结婚在上海兴起》( 《世纪》，2000 年第 6 期) 、艾萍《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一种政府行为的考察》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6 期》、王欣《移风易俗中的政府作用———以民国时期上海集团结婚为例 》( 上海师

范大学，2014 年硕士论文) 等文以“首创”“中国第一次”词给上海第一届集团结婚定性。
“Nine couples were married at the Ta Kuan Ming Theatre on March 16，in the presence of about 3，000 spectators． All the brides were in-

mates of the Hangchow Door of Hope．”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 － 1941) ，1935 年 3 月 27 日，第 3
版;《西子湖畔集团结婚第一声》，《玲珑》第 5 卷第 12 期，第 699 － 700 页。

参见岩间一弘:《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近代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员和活动》，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 年，第 198
页。

据许祖荫图片说明可知官方所谓北平第一届集团结婚举办时间为 1937 年 6 月 20 日。参见《北平市第一届集团结婚》，《天津商

报画刊》1937 年第 24 卷第 24 期，第 1 页。岩间一弘在《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 近代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员和活动》一书中将北平

地方政府举办第一届集团结婚定在 1936 年 7 月，没有完全区分举办者是属民间还是官方。
参见松森《北平香山慈幼院之回家节与集团结婚志盛 标语新奇趣味嫣然熊氏主婚诙谐致词》，( 《福尔摩斯》，1936 年 7 月 20

日，第 1 版) 、《最近北平救济院院女十名前往包头与黄灾移民集团结婚》( 《世界画报( 北京) 》1936 年第 550 期，第 1 页) 、尧生《北平香山

慈幼院中举行第一次集团结婚》( 《玫瑰画报》，1936 年第 40 期，第 1 页) 。



日) ［17］、厦门( 9 月 1 日) ［18］、四川北塔( 9 月 6 日) ［13］、开封、贵阳、镇江三地同一天( 10 月 10 日) ［19］、长
沙( 10 月 13 日) ［20］、汉口( 11 月 1 日) ［21］、广州( 12 月 1 日) ［22］、安徽安庆( 12 月 15 日) ［23］、北平( 1936
年 7 月) ［19］……至于乡村开展集团结婚确实晚于城市，但也比有的大城市要早得多。如由政府主导的
首次乡村集团结婚，于 1935 年 9 月 29 日在江西丰城冈上举行，比北平官方举办的第一届时间要早 21
个月。故集团结婚“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进而向近郊乡村推广”［24］( p193) 的说法值得商榷。

( 三) 乡村第一场集团结婚在哪里举行?

近代传播媒介不甚发达，信息传递往往不及时，人们对于乡村举行第一场集团结婚的时间与地点认
识不清是难免的。据《玲珑》杂志所记，上海县闵行民众教育馆决定筹备乡村集团结婚，“作内地各县提

倡集团结婚之先导”，日期是 1935 年 11 月 11 日，地点是大礼堂［25］。而据《农村服务通讯》报道，江西服
务区乡间领袖，“鉴于新生活集团结婚，不论在教育上，经济上，改善风俗上，公民训练上，均有莫大价

值”，［26］决定 1935 年 9 月在丰城冈上举行集团结婚。这次婚礼非常热闹，据载:

兹悉冈上方面业经筹备就绪。已于 9 月 29 日上午在服务区大礼堂举行。参加结婚者共

7 对，该区教育指导员李宇俊先生，亦为参加集团结婚者之一，可谓以身作则，实地示范，尤饶

别趣，仪式简单庄重，证婚人由丰城县长担任，教育厅程厅长卫生处潘处长及管理处张福良郑

维诸先生均前往观礼。附近农民结队往观者，可二千人，盛极一时。［27］

《冈上集团结婚速写》对此活动也有详细的描写:

当日，沿途红绿标语，琳琅满目，皆提倡新生活集团结婚之意，堂内纸彩缤纷，正中台上仍

用乡土堂彩，桌围，上书“冈上乡村第一届新生活集团结婚典礼”，两边一副白话对联:“花二块

钱，结百年好，这种办法真合算; 请一村客，聚全乡人，哪有此事最开心。”10 时半婚礼开始，奏

乐后，7 队新郎新娘登台。新郎统一穿蓝袍黑褂，新娘为绿衫黑裙，头覆粉红轻纱，缀以纸花树

叶。仪式简单庄重，气氛热烈，全乡喜气洋洋。婚礼毕，新郎新娘集合摄影，并由该区邀各亲属

茶点谈话。［26］

其实江西举办的这场婚礼的时间( 参见表 1) 都早于上海闵行民众教育馆。《江西农村服务区提倡

集团结婚通则》中有言“各服务区自 24 年代起即在农村推行此项工作”，［28］( p120) 亦证 1935 年江西农村
确实进行了此项工作的推广。

表 1 1935 年 － 1937 年江西农村各地第一届集团结婚情况表

服务区名 时间 地点 人数( 对) 参观者数

丰城冈上 1935 年 9 月 29 日 冈上服务区 7 2000
高安藻塘 1935 年 10 月 9 日 藻塘服务区 17 2000 以上

新干三湖 1936 年 1 月 12 日 三湖服务区 29 4000
南昌近郊 1936 年 10 月 27 日 近郊农村服务区大礼堂 8 2000 余人

景德镇里村 1937 年 1 月 1 日 竟成中心小学 8 3000
安义万家埠 1937 年 3 月 1 日 万家埠 15 近千人

永修淳湖 1937 年 12 月 24 日 淳湖服务区 7 千人

南城尧村 1937 年 12 月 26 日 尧村小学 20 2000 余人

资料分别来自:《农村服务通讯》( 1935 年第 4 期，第 14 － 15 页) 、《农村服务通讯》( 1935 年第 4 期，第 23 页) 、《农村

服务通讯》( 1936 年第 17 期，第 30 － 34 页) 、《农村服务通讯》( 1936 年第 7 期，第 48 － 49 页) 、《农村服务通讯》( 1936 年

第 16 期，第 38 － 39 页) 、《农村服务通讯》，( 1937 年第 19 期，第 32 页) 、《上海报》( 1937 年 3 月 11 日，第 4 版) 、《农村服

务通讯》，( 1937 年第 20 期，第 2 页) 、《农村服务通讯》( 1937 年第 20 期，第 17 － 18 页) 。

综而论之，江西为国内乡村最早举行集团结婚的省份，早于其他学者所讲的最早乡村推行地方———
上海闵行民众教育馆。况且曾经在江西农村服务区亲手经办过农村集团结婚的萧海舫在 1939 年写文

章明确提到:“集团结婚……运用到农村里面，那就首推江西省了。”［29］当代研究者多关注大城市的集团

结婚，即使专门探讨南昌新生活运动的专著也只关注到“上海”，没有对江西的集团结婚进行详细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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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描述。① 还有的学者只关注到江西四十年代的相关文献。此种情况的出现，大概是没有对集团结

婚资料进行全面梳理。下面，将介绍农村集团结婚的一些基本情况，期望对后面研究者有些许帮助。

三、江西农村集团结婚的推行

相对而言，在乡村推行集团结婚比城里要困难得多。结婚是农民本身的“大事”，不是含有强制性

的政治力量所能促成的。工作人员通过宣传、拜访、调查，报告、劝导、登记等方式寻找合适的志愿者。
据当时工作人员所言，新人不愿登记集团结婚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经济困难，有习俗上的礼金和肉面的

纠纷; 新婚不坐花轿，似乎不大体面; 在一个日子结婚，怕不能适合生辰八字; 新人服装太差，不好见于大

庭广众之前; 有钱的要脸面，限制了他们不能用钱铺张。［30］即使如此，农村服务区干部一是因为推行新

生活的政治需要，二是看到农村时有举债婚嫁致破产情况发生，认为改良婚嫁风俗，在农村推行新生活

集团结婚对农民有好处，实有必要推行。②

( 一) 农村集团结婚的准备

为了更好地推行新生活集团结婚，江西省政府在总结了丰城冈上、高安藻塘等地已有经验基础上制

定了《江西农村服务区提倡集团结婚通则》。其原则有五: 一是尽量节俭，废除一切无谓之靡费，如喜筵

花轿等皆在摒除之列。二是尽量打破陋规恶习，使手续礼节等一概合理化。三是礼节须隆重，使农民感

觉改变方式于情义上有得无失。四是竭力劝阻早婚、结婚年龄宜以满 20 岁为标准，凡男不满 18 岁，女

不满 16 岁者法律规定不能结婚，绝对不许参加。五是举行婚礼之日同时开展览会，并招待农民参观各

项工作，为促进农民对服务区事业有完整认识。
在举行集团结婚以前，农村服务区干部要做很多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做好婚娶摸底工作，包括

调查认定范围内准备结婚人姓名、人数，并劝说新人参加，帮助新人协调婚期、解决如肉面礼金等纠纷问

题等工作。二是做好宣传工作，吸引保甲长等乡人宣传。三是做好预案。在举行集团结婚前两或三月，

要订定办法及预算，提交区务会议讨论通过，分别呈请农村服务区管理处核准，与函请政府备案，办法内

将举行宗旨、参加手续等详细规定，预算内详列布置、印刷、招待、纪念品、杂支等各项费用。四是做好组

织工作。涉及多位新人家庭，几千位参观者，分工协作才能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婚期前 20 日应截

止登记。在举行婚礼前 5 日( 即公告期满后) 还要召集结婚人家长会议以便从容筹备一切。详细解释

集团结婚办法并议决婚礼时刻。［31］

一般而言，农村集团结婚采取以下具体步骤: 1． 提倡农村集团结婚前之调查工作; 2． 依据当地需要，

拟定集团结婚办法，呈请县政府核准施行; 3． 普遍宣传，并调查认定范围内准备结婚人姓名; 4． 分别劝导

登记; 5． 决定公布举行集团结婚日期，顾及农民闲忙及习惯; 6． 婚期前 20 日，截止登记; 7． 公告及审查;

8． 召开结婚人家长会议; 9． 举行结婚礼节。［29］这些具体步骤大部分对于当今举行集团结婚也是有借鉴

作用。
( 二) 农村集团结婚婚礼仪式

结婚是人生大事，不得不慎重，考虑到新人对结婚流程不熟悉，甚至有的新郎与新娘见面不多，还不

熟悉，在婚礼举行前一天或一二小时召集结婚人到礼堂，将结婚仪式作一次预演。结婚时新郎须穿常礼

服( 国货蓝袍黑褂) ，新娘服装以国货为原则。证婚人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每对结婚人得请家属正式

代表 6 人( 介绍人在内) 到场观礼，由区里特别招待。举行婚礼时礼堂内预设岗警或童子军负责维持秩

序。如礼堂狭小要改在露天举行。奏乐用乡间锣鼓。礼成后归家由当地之少年团童子军小学生等结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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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王晓华:《“模范”南昌: 新生活运动策源地》，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2007 年。
《江西农村服务区提倡集团结婚通则》第一条“提倡农村集团结婚之意义”列了五点: 1． 改革旧习俗，实行新生活。2． 节省糜费。

3． 培养团体活动之兴趣与习惯。4． 为增进其他工作之例证。5 为造成合理家庭之起点。( 《农村服务通讯》，1936 年第 16 期，第 164 页)

据此可知，推行集团结婚也是一项政治任务。



欢送。［31］

为节约起见，婚礼收取费用不多，每对新人只收杂费二元( 礼成后之茶点费在内) 。礼堂设备以简

单朴素经济美观为原则。尽量利用乡土材料为装饰品。新人来参加活动以步行为原则，如路远也可以

用便轿或车子，不准用花轿。参加集团结婚人不得设筵席。
( 三) 农村集团结婚具体案例

乡村集团结婚往往声势浩大，气氛浓烈，吸引旁观者众，有时竟到数万人。如，江西新干三湖农村服

务区于 1936 年 1 月 12 日举行第一届农村集团结婚，计参加结婚人 29 对，参加人数成为江西农村集团

结婚的新纪录。到场嘉宾有民政厅长王次甫及夫人、省党部代表杨志鸿、农村服务区管理处张专员夫妇

及施中一、新干县县长周和贵、三湖水上公安第六分队长刘鲲、公安办事处邓巡官等。四乡观礼农民达

四千人，把一座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区工作人员特地制备镜架 20 只，内由彭干事亲自挥毫，题新生活

集团结婚的佳话，赠给各结婚人，以资纪念。礼堂布扎灯彩，正中悬以红缎喜字，两旁分挂各机关所赠的

红缎横匾，红烛高烧，喜气洋洋。正午 12 时，婚礼开始。29 对新夫妇随乐声鱼贯登堂，幼童园小朋友领

道，唱结婚歌，一时喜炮喧天，热闹非常。先由证婚人县长周和贵致辞，次由王次甫、杨志鸿等相继训词，

继由各家长及结婚人代表答词，末发给纪念品。礼毕 29 对新人合摄一影。并在事务所门前东聚餐。每

桌计新夫妇、介绍人，及双方家长共 8 人，29 桌布满场面，殊饶野趣，餐时表演各种歌舞，以助余兴。直

至下午 4 时始散云。真是极尽一时之盛。①

又如，江西省会近郊农村服务区在 1936 年 10 月 27 日举行第一届农村集团结婚，亦非常隆重和热

闹。出席婚礼的贵宾有江西省公安局局长、管理处专员、区长以及有名望的诸公等数十人。婚礼简单隆

重，但新人多因故改变婚期，故举行时仅 8 对参加。观礼的不下二千余人。礼堂门外，纸花树叶，缀成门

楼……有军乐队奏乐，有摄影师拍照，观看“新生”影片。［32］礼堂门外有白话对联一副，颇有意趣:“请进

门来，看看这咱婚礼多么体面; 走回家去，想想一切风俗如何改良”。礼堂内纸花树叶，五色缤纷，中悬

孙中山遗像。11 时奏乐，新郎新婚姗姗登堂，分列左右。仪式甚为简单。介绍人、主婚人代表均致辞，

证婚人致辞，分发结婚证书及该区所赠纪念品后，燃放鞭炮，于满堂欢腾中，摄影而散。当晚并由巡回电

影团放映活动电影，并播音演讲，观者千人，盛况空前。［33］

再如，上海高桥农村改进会于 1937 年 1 月 22 日办理第一届农村集团结婚，由会长杜月笙证婚，并

提供结彩汽车接送新人，与军乐队演奏服务，免收结婚费用，共有 3 对新人参加，600 多位民众观礼。4
月 9 日又有 3 对新人参与了第二届农村集团结婚，观礼民众亦过 600 人，两次结婚仪式在农村地区引起

不小回响。② 当时《大公报》《民报》《上海报》都对之做了报道。
集团结婚婚礼对联一般口语化、非常直白，如: “请进门来，看看这种婚礼多体面。走回家去，想想

一切风俗如何改良”;“集团结婚有三好: 省钱、荣耀、又热闹”; “花二块钱结百年好，这个办法真格算。
请一村客，观合卺礼，此种生活最开心”。［33］又如 1937 年三湖农村服务区举办第二届集团结婚的对联

是: 集团结婚优于旧式结婚这道理是为各家长打算，个人生活变为社会生活此责任由新夫妇担当。［34］又

如“厉行新生活，改良旧习惯”、“集团结婚有三好: 省钱、省事、又热闹”。［35］

集团结婚开展后，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常吸引着农民自动来农村服务区请求继续举办集团结婚。［36］

例如，江西新干三湖在 1936 年 1 － 2 月两个月就举行了两场集团结婚典礼，可见其吸引力。在 1935 －
1936 年两个冬季中，一共办了十次典礼，“计赣南南城的一个服务区办过一次，赣西高安和新干的两个

服务区办过四次，赣北永修和景德镇两个服务区办过两次，赣中丰城和省会近郊服务区办过三次。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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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三湖通讯: 集团结婚造成新纪录》( 《农村服务通讯》，1936 年第 7 期，第 49 － 50 页) 和谷鸣玉的《三湖的集团结婚》( 《农村

服务通讯》，1936 年第 11 期，第 29 － 30 页)

《高桥农村改进会举行乡村集团结婚》，《民报》，1937 年1 月25 日，第 8 版;《高桥农村改进会二届集团结婚》，《申报》，1937 年4
月 10 日，第 16 版。



的结婚人 227 对，最多的一次同时参加的达 34 对。每次观礼的民众总在人数两千以上，省会的长官对

此也很感兴趣，每次都有赶去致训，观礼的。……能节约了 10 万余元……”［37］而据《江西农村社会调

查》( 1940) 可知，江西共举行了 56 场婚礼，其中宁都 10 次，上饶 9 次，吉安 8 次，南昌 7 次，永修 6 次，高

安 5 次，新干 4 次，丰城 3 次，南城 2 次，景德镇 1 次。观礼的颇多，据《江西民国日报》报道永丰举行集

团结婚，参观者竟达万余人。［38］江西的农村集团结婚受到社会的关注，1936 年《中央日报》报道江西农

村盛行集团结婚，［39］《现代农民》在 1939 年对江西农村集团结婚做过评价:“办得相当有成绩。”［29］“省

钱”“热闹”对农民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而婚礼当天同时开展览会，形成了“种文化”“送文化”的新形

式。［40］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婚礼文化、展览文化等新的社会生活文化形式，同时拥有了生存的空间，这也

意味着一种“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41］在破产的农村，能使农民节省一些无谓的消耗，又能增加社

会文化活动，增加见识，这是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后来一直流传下来。

四、农村集团结婚的人文分析

江西农村集团结婚办得富有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与集团结婚简单、经济、团体等功能定位

具有密切关联性。农村集团结婚可以避免传统婚姻繁文缛节的仪式，在主婚人、介绍人和证婚人的见证

下，一组结婚者取得合法的婚姻关系。而结婚者仅需缴纳 2 元钱，甚至一些地方不用缴纳任何费用，比

南昌市区集团结婚缴纳 15 元［42］费用低得多，更不用说跟传统的结婚费用相比。传统结婚费用对一般

的家庭而言是一笔沉重负担，采用集团结婚方式可以避免陷入传统婚姻因婚返贫的困境。再者集体婚

礼形式热闹，吸引众多人员的观看，具有很好的示范激励效果。二是跟当时江西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
1934 年“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为厉行“新生活”举办了一系列活动，集团婚礼是当时倡导的“新生活运

动”的组成部分。针对当时江西农村处于衰败，农民极端贫困的现实，为全面展示“新生活”的面貌，国

民政府确立了“简单、经济、庄严”为基本原则的农村集团结婚形式，“改革旧风俗，实行新生活”。［31］作

为新生活运动的策源地，江西在新生活方面力求做出表率。当时力主乡村“管教养卫”连锁推进“乡村

复兴”的施中一，看到农村婚嫁的种种病态习俗，成为农民共通的隐痛。为摆脱农村此种弊端，认为运

用“农村集团结婚”可改变乡间的陈规陋俗，塑造乡村新生活的样态。农村集团结婚在农村服务区工作

人员的反复动员劝导下，部分农民开始了此种婚俗的尝试。三是清末民初以降，妇女解放运动在社会兴

起，妇女追求男女平等的意识不断提高，农村集团结婚的形式也为女性地位的提升提供了一个较适宜的

土壤。在乡村各种新式力量尚未崛起时，政府运用政治整合力唤醒农民现代婚姻意识的群体觉醒，引导

农民积极参与社会革新，促使强大社会整合力的养成，成为农村婚俗改革的一种重要途径。在上述诸多

因素的作用下，1935 年开始持续出现集团结婚的热潮。此后，江西农村服务区一直未停止开展此项活

动，上海海门［43］等农村也加入此股时尚。
婚姻为人类社会赓续的重心，不只为家庭或个人的私事，与社会攸关。家族主义下的婚姻观念狭

隘，结婚者难免被动，个人主义下的婚姻观念又过于宽泛，不免会变动无序。这种新型婚嫁形式可以修

补传统婚姻与完全自主婚姻的不足，有其社会价值。
农村集团结婚对农村社会生活产生较大影响。在传播新生活婚俗观念时，特别突出社会价值，对农

村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集团结婚以团体力量影响农村婚姻礼俗，采有“统制婚姻”方

式，力图改变农民观念，造成一种新风气; 集团结婚为家庭节省靡费，具有开源节流的作用; 集团结婚的

广而告之，对婚姻的合法性形成约束; 又集团结婚有明确的年龄限制，［44］这对重婚、早婚等非法婚姻形

式产生制约，无形中有抵制不良风俗的作用。与此同时，农村集团结婚对婚姻社会化起了促进作用: 结

婚者须申请登记，登记后经过公布和调查，看申请者是否合法，方才核准，结婚证由政府印发，且由地方

官作证人。这三步让结婚者无形中承认国家政府有代表社会干预人民婚事的权利，形成婚姻社会化的

基础。
当然，农村集团结婚在特定空间、特定时期成为一种时尚，并为部分农民所追崇。在考察当时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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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的真实情景后，我们了解到传统婚姻模式在乡村仍占绝对统治地位，即使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

“旧式婚姻居十之七八，新式者不过十之二三”。① 所以，更别说相对保守的乡村了。这导致农村集团结

婚的广泛推行仍有相当困难。农民深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又受宗族势力的挟制，参与集团结婚的热情度

很难持久维系。自江西农村举办集团结婚后，直到 1937 年 1 月上海农村才首次举办农村集团结婚，《大

公报》甚至以《全中国的创举 高桥农村改进会筹办第一届乡村集团结婚》做了报道，②指出目前大家眼

光集中在城市里的集团结婚，而对占绝大多数乡村人口的漠视，实为憾事。当时参与集团结婚的新人不

用缴纳一分钱费用，而参加的人员前后两届各只有 3 对，后边未见相关报道，可见 1937 年后农村集团结

婚民众参与的热情整体非常低。
通过以上讨论，发现农村集团结婚主要集中在城市近郊，或特定的农村改进区( 实验区) 内。因为

这些地方的民众的视野相对开放。在农村其他区域，农村贫困程度更高，农民思想观念更趋保守，组织

动员工作更难开展，农村采用集团结婚的比例可以想象。然而作为新生活运动推行的婚俗改革项目，基

本符合现代婚俗的发展，在新生活运动主导下，农村集团结婚在江西、上海等特定区域得到发展，但未形

成一股全国农村集团结婚的风潮。时至今日，农村集团结婚仍未成为农村结婚的主要形式。
农村集团结婚作为一种新式婚俗，具有现代证婚的属性。在政府的强力倡导下，对民众婚姻的选择

具有一定的诱导性，对传统的婚俗产生一定的冲击，却无法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人们的婚俗观念。“在

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45］( p62) 在向现代

婚俗转变过程中，人们心理接受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江西农村服务区在选择集团结

婚的对象时，多选拥有文化知识，敢于挑战传统之人。再者，集团结婚统一形式，邀请的宾客又少，这对

于家庭富有者来说，既无法凸显其社会地位，又无法在宾客面前展现其实力。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新式

婚俗。更为重要的是农村集团结婚只是作为政府所力推的乡村变革，并不具有强制力。规制与劝导产

生的力量有限，而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作用又强大，故集团结婚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小结

综上所述，农村集团结婚是为了解决农村婚嫁弊端———高额婚嫁费用而推行的举措。在乡村复兴

运动［46］和“新生活运动”的倡导下，江西农村树立了农村集团结婚的新模式。受传统婚俗的人文环境制

约，加上女性解放程度之不足，农村集团结婚并未形成一股风云全国的热潮。但它作为一种新式的婚姻

认定形式，对婚俗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代集团结婚发展成当今的“集体婚礼”，仍被视为是健康、
节俭、文明的婚嫁形式，是一种文明新风。我们发现“集体婚礼”与集团结婚在形式和内容上变化不大，

只不过场地有更多的选择性，如广场、沙滩、花园，甚至公司、工地，不再限于礼堂和操场。可以说集团结

婚是中国婚俗的一次较有影响的变革，在中国婚姻史上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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